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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9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量化准结构模型。坦率地讲，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做这件事，但基本上是把发达国家中的宏观分析模型拿过来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外的模型只关心短期不关心长期，不关心改革，不关心体制和治理结构，并且宏观模型只注意定量分析，不注意定性分析。如果直接“拿来主义”，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我们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对几百个核心方程逐一检视，或修改，或推翻重建，并加入中国特有元素，发展出为中国宏观经济量身打造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它既考虑经济稳定、发展及风险控制，又考虑结构和体制转型；既有实证也有理论，既定量也定性，既考虑短期政策对应又考虑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
特别是，为科学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我们采用了“三个维度”与“一个结合”的方式，即内在逻辑理论分析、历史视野的纵横向分析和量化分析，以及短期的政策效应及其风险与中长期的改革治理分析相结合。
同时，做任何事情都应当充分考虑潜在的风险和稳定。于是，我们的模型更关心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分析与研判。既考虑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也考虑短期性制度因素，以此来为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智慧。
另外，我们也注重技术预测情景分析和模拟政策分析相结合。实践证明，看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光看总量分析是不够的。比如，现在一些人比较关心企业债务、地方债务问题，但对消费方面的家庭债务风险问题研究力度则显得不够。所以，我们更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通过这一分析模型，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走势和基本情景作一些判断。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遇到一些挑战。其中，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杠杆的风险，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此前，我曾在文章中提到经济放缓的五个因素，分别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吃紧、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施政过程的不作为慢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
这次，我们依据新的模型分析，对上述五个因素给出了量化分析。比如，在要素驱动递减的量化指标中，劳动力要素并不是很明显，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则较为明显。总的来看，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
一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部分失衡，包括需求、产业、市场结构的部分失衡。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变成发达经济体，都会经历从要素驱动走向效益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通常伴有失衡问题。我们的重中之重是控制好、平衡好这个问题。
二是体制结构方面的部分失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一些地方“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等失衡现象依然存在。
三是治理结构方面的部分失衡。例如，收入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利益摩擦问题等，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这三个失衡问题，需要得到有力解决。我们要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宏观经济综合调控体系。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要激活创新力，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二者的发力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我们的模型分析表明，改革到位与否，会导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相差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心里没底，结果却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达到7%以上。在特定的发展年代，这就是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差距的直接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改革千头万绪，关键领域有三个，分别是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和土地要素。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强调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让民营经济活起来，在这方面民企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动力；要让金融市场活起来，金融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底气十足”；要让土地要素活起来，要素市场扭曲等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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